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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视角下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路径
或：
组态视角下促进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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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多种要素协同影响，为辨析最有利于我国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的异同，基于协同理论厘清外部环境因素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以我国30个省份为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13－2017年的有关数据均值作为评价依据，从组态视角探究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路径。结果发现：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和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是影响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2种路径类型，影响绿色工艺创新的路径为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相应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路径分别为5条和8条，相应省份分布均匀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替代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构建完善金融体系、加强政府创新支持、合理运用环境规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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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dustry to green and low-carbon.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By using fsQCA method, taking 30 provinces in China as cas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stic path affecting 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under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and complex causality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relationships and multiple path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mong provinces. It is found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support are the two paths affecting industrial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the path affecting 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is finan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the cases are mainly in east China; the number of the influence paths of non-high industrial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non-high industrial 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is 5 and 8 respectively, and the cases are mainly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mong them,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market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well as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can be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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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绿色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只有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才能确保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融合发展[1]。我国绿色技术的研制和创新目前尚处于观念培育阶段，对环境保护和经济转型的影响力仍然具有局限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并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等范畴培植和形成新增长点和动能。绿色技术是指能够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原材料、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工艺及产品[2]，现已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工具。为响应政府绿色发展、低碳经济的号召，我国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逐渐将发展重点转向绿色技术创新。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而在所有经济领域中，工业的资源耗费和释放污染物最多，因此工业的绿色发展对我国整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将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化、集约化转型的发展，以绿色技术的进步当作日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3]。根据协同理论基本原理可知，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想要持续发展，必定要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以获取所需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因此，绿色技术创新受到所在环境多重因素的影响。而现有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以及环境规制三方面。完善的金融系统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流动性供给以及增强风险管理降低绿色创新带来的风险[4]；而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的组合使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企业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双重外部性[5]。上述3种因素在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中会产生至少一种主导变量对工业技术创新的转型进行引导，但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良莠不齐，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路径在不同区域的效果具有差异性，因此探究最有利于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并在辨析所有可能路径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同质性是有价值的。
2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2.1  金融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创新是改变生产函数，进而重新整合现有资源并加大资源利用效率。金融系统可以划分为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Tian等[6]通过研究发现，对于促进美国企业技术创新而，资本市场的影响效果更加突出；在资金使用方面，相较于信贷市场而言，资本市场的趋利性能够激励投资者提升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7]，且资本市场的竞争性同样能提升投资者对信息的管理能力[8]，而信息管理能力的进步能够帮助资金流向创新能力及创新质量较高的主体和项目，以此实现投资者资金的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创新活动尤其是绿色创新具有成功率低、不确定性大和风险系数高的特点，银行仅拥有较为简单的风险控制措施，为顺应政府政策要求和得到稳固收益，更易选择开展避免为高风险技术创新项目进行融资的活动，而资本市场拥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进行风险分担，特别是在依靠绿色创新实现经济转型期间，资本市场的效果会更加优越，如Carpenter等[9]和Brown等[10]研究发现，相较于使用银行的债务融资，新型企业和产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绿色技术创新与一般性创新相比，所需资金投入更大、研发成功的概率更低，因此资本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作为培育绿色技术创新成长的土壤。
信贷市场同样也在为缓解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提供帮助。随着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补充性和补偿性金融政策的不断发展壮大，绿色金融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中介和桥接金融与生态环境的关键纽带，为投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11]。绿色信贷能通过强监督功能、促进资金要素的再分配和促进污染企业向绿色转型3种方式实现环境污染的始端治理和全周期治理。绿色信贷将环境和社会风险领域的安全性和效益性作为关键标准，而节能减排、生态治理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不可消除性也导致此类监督功能具有长续性且日趋刚性，生产者为适应绿色信贷加强监督功能，会将生产聚焦绿色创新投资和绿色发展。蔡海静等[12]研究发现在绿色信贷市场中，企业尤其重污染企业都会面临更高融资门槛和更高融资成本，绿色信贷将企业污染排放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通过信贷渠道动态调整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在环境风险管理、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绩效等方面取得较好表现的企业更易获取大规模、长期限以及低成本的外部融资[13]，以此达成增加清洁性投资、减少污染性投资的目的，实现利用资金配置引导产业清洁转型和绿色发展的目标。生产者在面对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时，会通过依托绿色技术创新有效缓释环境风险、降低环境污染成本[14]。
2.2  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与普通创新不同，具备典型的双重外部性特征。首先，新绿色技术的问世会产生创新知识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研发新绿色创新技术的企业承担所有科研成本却无法获取全部创新收益，若无政策干预，这将打击研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其次，源于污染排放市场定价机制的缺乏，厂商或消费者所支付的成本并未包含排污产生的负外部性成本，会诱导企业低估减排成本而产生过度排放，对企业在有益于资源环保的绿色创新方面激励不足，终将导致绿色创新比传统创新相对更少[15]。鉴于双重市场失效时常彼此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规模无法达到最优化，阻碍绿色技术应用推广和扩散，若不进行政策干预，会遏制企业对新绿色技术的引入或运用[16]。
绿色技术创新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对企业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企业在短期内获得相应的流动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减轻企业的研发资金短缺和经营负担，同时也能鼓动企业自身研发资金的投入，通过杠杆效应提高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能动性[17]。首先，政府研发补助的无偿性、金额稳定性和政策持续性强等特点能使企业对研发活动的前景保持乐观，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次，研发补助可被视为政府部门支持企业创新的承诺，如姜宁等[18]和张志昌等[19]研究发现，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一方面可直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会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以维系这种隐性政治关联。
政府环保补助作为一种政府支持性制度安排，以财政支出方式提升循环经济能力，能够为工业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创造条件【“缔造”多用于伟大的事业】，通过促进二者之间良性循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赢[20]。政府环保补助在对创新主体的环境行为实施制度约束的同时能够激发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建设环境基础或部分应用建设项目降低市场风险，可以为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活动提供平台，同时公共财政能够利用示范导向作用，通过资本效应间接激励企业环保成本内部化以刺激工业化升级[21]。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支出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22]。政府环保投资可以借助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生产工艺的改造升级，从而推动绿色技术进步[23]。然而，政府环保政策由于地区禀赋差异会产生区域差异性效果[24]；此外，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竞争等行为也会削弱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作用[25]。
2.3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政策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工具，主要通过政府监管、市场选择和公众监督等方式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6]，因此，本研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3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差异性作用机制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目的却是殊途同归，各类规制手段相互协同、联合发力，构建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巨大裨益的环境规制体系。
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和排放标准等进行直接规制，利用行政和命令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分配的一种指令机制。具体而言，政府通过立法或特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明确环境规制的目标准则，并以行政命令和惩罚的方式令企业遵守。有关部门在产品类环境政策颁布后会加强对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监督，而企业会通过提升产品和工艺两方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适配当下生态环境发展以及公共卫生服务需求[27]。在环保意识不高的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污染成本，倒逼企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投入和研发效率的方式实现技术升级，以维持企业生产成本与盈利能力，且在要素市场黏性大和企业经营缺乏生机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倒逼效果最为明显[28]。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指政府通过补贴或处罚的方式对生产生活进行经济方面的激励或惩罚，以达到减少排污的目的。此类环境规制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解两种手段相结合, 通过税收优惠、排放许可证交易以及费用返还等经济工具，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入产品、要素市场价格和生产成本中。从政府干预角度来看，企业为降低税费会主动创新绿色生产技术，升级控制污染技术，政府可以从排污许可交易市场中掌握和调控排污总量以及交易市场价格与生产者减污成本，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改革、进行绿色低碳生产。对于能够返还费用的部分，企业为收回押金和排污费，会改变投资方式以及改进生产技术，努力达成已承诺的排污标准。从市场调节来看，相较于企业为了满足最低环保标准而采取的被动的污染治理行为，运用市场信号而非拟定明确的污染控制程度来引导企业改变排污活动与治理决策，能够敦促生产者权衡减污成本和收益，持续通过减污技术迭代升级来实现最低边际减污成本，进而得到更多的减污补偿[29]。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是通过宣传、社会公共舆论推动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时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得以实现，引导个人或企业节能减排。生态环境现已成为令群众关注的公共产品，而素质越高的人才对环境等公共产品质量的需求越苛刻，如李明等[30]和Levinson[31]研究发现，严重的空气污染会降低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降低人们工作积极性，甚至导致了大量生态移民流出。公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清洁产品偏好的增强，倒逼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增加投资，改变企业投资偏好与研发投入水平，促使企业以改进生产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和科学调整投入结构等方式来抵消企业增加的治污减排成本。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需要以一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激励为根基，在面对出自环境治理的行政压力、市场竞争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等多种因素时，企业才会考虑以自身发展需要发起自愿环保行为。公共参与型环境规制是对前两种政策工具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提升。
综上所述，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多种要素协同影响，而这些要素所组成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结果，如何组合互动、共同作用进而提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以及多元实现路径，进而回答推动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和核心力量是什么、哪种组态构型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路径间有何共同点及差异性等问题，以此揭露外部环境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为国内各地区制定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fsQCA方法能够有效应用于探究各因素间协同效应与联动关系[32]，将案例导向的定性和变量导向的定量相结合，通过比较分析个案例中的多个因果条件，探寻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间的多重并发关系和多种组态的研究方法[33]。通俗而言，fsQCA分析目的在于寻找分析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解释条件在何种组态下可以呈现期望结果，而又在何种组态下会导致结果不出现。
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一是能够基于整体性视角，运用组态思维处理数量有限的复杂案例，其因果关系视为复杂且可替代的，分析条件组态整体对结果的影响而非单个变量的贡献度[34]；二是要求的样本量低，适合中小数量的案例分析，而本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在数量上符合要求；三是能够探索金融环境、政府支持和环境规制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对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挖掘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复杂非线性、非对称的因果关系，而这正是本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3.2  样本和数据
[bookmark: OLE_LINK170]选取我国30个省份（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案例，依循案例样本数量充足且具有可获得性的基本原则，剖析外部环境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相关数据来自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由于部分指标在2018年后统计口径改变或不再披露，故而使用2013－2017年这5年数据均值作为评价依据。
3.3  测量及校准
3.3.1  测量
（1）结果变量及度量。参考王锋正等[35]的研究，将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pro）和绿色工艺创新（pre），分别使用工业企业单位能耗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比值进行测算。
（2）条件变量及度量。参考刘贯春等[36]和赵娜[37]的研究，将金融环境分为资本市场强度（ca）和绿色信贷水平（gc），分别通过股票市值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例和地区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的比率来进行衡量。政府支持分为节能环保（de）和创新支持（in），分别使用节能环保支持在财政支出的占比和政府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进行评估。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oc）、市场激励型（mp）和公众参与型（pp），其中，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根据薄文广等[38]的研究使用熵权法对工业SO2去除率、环保系统实有人数以及受行政处罚的环境案件数进行综合评价；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根据王红梅[39]的研究，使用熵权法对环保投资额、排污费收入、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进行综合评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根据张江雪等[40]的研究，将各地信访局对环境相关案件办结总数和人大相关建议与政协相关提案数进行熵权综合得出。
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如表1 所示。
表1  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
	变量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说明

	结果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产品创新
	工业企业单位能耗新产品销售收入

	
	
	绿色工艺创新
	工业增加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条件变量
	金融发展
	资本市场强度
	股票市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绿色信贷水平
	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

	
	政府支持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支持/财政支出

	
	
	创新支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
	综合指标

	
	
	市场激励型
	综合指标

	
	
	公众参与型
	综合指标



3.3.2  校准
[bookmark: OLE_LINK95]采用直接校准法，将集合隶属度设定在0～1之间，并将95%设定为完全隶属点、50%设定为交叉点和5%设定为完全不隶属点，共设定3个临界值，使用fsQCA 3.0软件对数据进行验证。前提变量和结果变量校准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校准锚点
	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绿色产品创新
	8 141.81
	2 191.45
	334.61

	绿色工艺创新
	12.63
	2.37
	0.62

	资本市场强度
	79.91
	27.92
	16.13

	绿色信贷水平
	0.03
	0.02
	0.01

	节能环保
	4.71
	2.67
	1.99

	创新支持
	14 224 378.74
	2 169 489.18
	149 482.81

	命令控制型
	0.43
	0.20
	0.08

	市场激励型
	0.55
	0.18
	0.05

	公众参与型
	0.21
	0.05
	0.01



4  实证分析
4.1  必要条件
根据主流研究，当某一变量的一致性大于0.9时，该条件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如表3、表4所示，样本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值均小于0.9，因此没有绿色产品创新的必要条件。由表4可以看出，绿色信贷是绿色工艺创新的必要条件，表明该变量对相关结果具有全局性影响。
【表3、表4中，“～”符号代表什么含义？请说明】
表3  我国30
	变量
	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资本市场强度
	0.659
	0.696
	0.458
	0.588

	～资本市场强度
	0.610
	0.481
	0.763
	0.730

	绿色信贷水平
	0.899
	0.838
	0.424
	0.479

	～绿色信贷水平
	0.442
	0.387
	0.857
	0.911

	节能环保
	0.521
	0.504
	0.615
	0.722

	～节能环保
	0.713
	0.604
	0.578
	0.594

	创新支持
	0.774
	0.861
	0.353
	0.475

	～创新支持
	0.528
	0.402
	0.897
	0.828

	命令控制型
	0.753
	0.659
	0.565
	0.600

	～命令控制型
	0.543
	0.507
	0.679
	0.769

	市场激励型
	0.662
	0.662
	0.518
	0.627

	～市场激励型
	0.757
	0.517
	0.721
	0.721

	公众参与型
	0.627
	0.751
	0.472
	0.568

	～公众参与型
	0.565
	0.469
	0.793
	0.798


                 注：“～”代表【什么？】。下同。

表4  我国30个省份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必要性检测
	变量
	工业绿色工艺创新
	～工业绿色工艺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资本市场强度
	0.765
	0.749
	0.507
	0.690

	～资本市场强度
	0.683
	0.499
	0.816
	0.828

	绿色信贷水平
	0.909
	0.785
	0.490
	0.587

	～绿色信贷水平
	0.522
	0.424
	0.821
	0.926

	节能环保
	0.605
	0.543
	0.647
	0.806

	～节能环保
	0.784
	0.616
	0.633
	0.690

	创新支持
	0.799
	0.823
	0.419
	0.598

	～创新支持
	0.610
	0.430
	0.876
	0.858

	命令控制型
	0.782
	0.634
	0.601
	0.677

	～命令控制型
	0.601
	0.520
	0.675
	0.811

	市场激励型
	0.682
	0.631
	0.559
	0.718

	～市场激励型
	0.696
	0.532
	0.713
	0.757

	公众参与型
	0.767
	0.705
	0.528
	0.673

	～公众参与型
	0.645
	0.496
	0.769
	0.821



4.2  组态充分性分析
组态充分性分析与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不同，前者用于解释多个前因变量构成的不同组态是否是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通过真值表标准分析后得出简约解进行分析，并与普适性较高的中间解合并分析。样本地区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与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组态构型如表5所示，其中将在简约解和中间解出现的条件定义为“核心条件”，即其对最终结果具有较大影响作用，其存在和不存在分别使用“●”和“⊗”进行标记；将中间解存在而简约解不存在的变量定义为“边缘条件”， 即其对最终结果产生辅助作用，其存在和不存在分别使用“•”和“⊗”进行标记；空白则表示该条件存在与否无影响。在分析时，将具有相同核心条件的组态合并为同一路径，分别命名为H1、H2a、H2b、NH1a、NH1b、NH1c、NH2a和NH2b，并按照组态一致性水平大小从左到右依次排列。覆盖度作用与回归分析中R2相似，是能够反映组态重要性或经验切题性的重要指标。
表5  我国30个省份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组态构型充分性分析
	前因变量
	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H1
	H2a
	H2b
	NH1a
	NH1b
	NH1c
	NH2a
	NH2b

	资本市场强度
	
	●
	●
	⊗
	•
	•
	⊗
	⊗

	绿色信贷水平
	●
	●
	●
	⊗
	⊗
	⊗
	⊗
	⊗

	节能环保
	⊗
	•
	⊗
	⊗
	⊗
	
	●
	●

	创新支持
	•
	●
	●
	⊗
	⊗
	⊗
	⊗
	

	命令控制型
	•
	•
	⊗
	⊗
	⊗
	⊗
	⊗
	•

	市场激励型
	●
	
	⊗
	
	
	⊗
	
	•

	公众参与型
	•
	•
	⊗
	
	⊗
	⊗
	⊗
	•

	一致性
	0.94
	0.94
	0.91
	0.93
	0.95
	0.96
	0.93
	0.93

	原始覆盖度
	0.50
	0.38
	0.28
	0.30
	0.31
	0.34
	0.40
	0.25

	唯一覆盖度
	0.15
	0.06
	0.03
	0.07
	0.01
	0.01
	0.11
	0.06

	解的一致性
	0.95
	0.92

	解的覆盖度
	0.61
	0.65



4.2.1  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由表5可见，产生绿色产品创新3种组态的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0.9，符合可接受标准，其中3种组态均可视为外部环境驱动绿色产品创新的充分条件组合。基于条件组态分析，进一步从纵向层面对各个路径进行分析如下：
（1）外部环境促进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组态分析。在金融发展、政府支持和环境规制的复杂配置下产生了3种高绿色产品创新的组态构型，且对应案例主要集中在东部1）【补文后注释说明区域划分依据和各区域所包含地区】、中部省份。
1）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型。组态H1表示当政府节能环保水平不高时，需要通过较高的绿色信贷水平和相应的环境规制，同时辅以相应的政府创新支持来促进工业绿色产品创新；且在3种环境规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发挥了主要影响作用。符合这一组态的包括浙江、湖南、河南和安徽，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说明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下这些省份的市场驱动能力正在被激活，政府角色也应从管理规制转向服务引导，更好地促进当地工业绿色技术创新。
2）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组态H2a和H2b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即高资本市场强度、高绿色信贷水平和高创新支持，因此将两者兼并分析。组态H2a表明，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且政府对工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较高的情况下，若同时注重政府节能环保投入以及对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使用，将实现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代表地区包括江苏、广东和北京。组态H2b表明，在环境规制和政府节能环保程度低的情况下，拥有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政府创新支持也可以达到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如上海和福建符合此种情况。这类组态共同证实了金融发展以及政府对创新支持程度对工业绿色产品创新有关键影响作用的观点，符合这类组态的5个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色产品创新能力已在国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优渥的财政支持、卓越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都使得外部环境对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互动关系更为显著，组态H2a相较于H2b而言，促进工业绿色产品创新时应辅以环境规制和节能环保支出，实际中，可以看出江苏、广东以及北京等非处于沿海地区的城市和省份【江苏和广东都是沿海省份】更加注重处理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而环境规制在这类组态中并非必要条件，此结果与康鹏辉等[41]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即东部省份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驱动，尤其是绿色创新融资渠道市场化和多元化对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外部环境促进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组态分析。以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作为结果变量时，中间解包含的条件组态数量较多，且对应省份集中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
1）组态NH1a、NH1b和NH1c中包含核心条件相同，故而将这3种组态合并讨论。组态NH1a表示在以低绿色信贷水平和低创新支持为核心条件，以及将低资本导向水平、低环保支出、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为边缘条件的共同影响下，会产生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符合这类组态的为广西和江西。组态NH1b和组态NH1c容纳了一些相同案例，组态NH1b表示在以低绿色信贷水平和低创新支持为核心条件，以及以高资本市场强度、低节能环保支出、低命令控制型和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边缘条件时，会产生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组态NH1c则表示在以低绿色信贷水平和低创新支持为核心条件，以高资本市场强度和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边缘条件共同作用下，会产生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符合这类组态的为海南、贵州、新疆、青海，其相较于东部地区的省份而言，绿色信贷、政府支持和环境规制水平都较为落后。对比组态NH1b和组态NH1c可以看出，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替代作用，在绿色信贷水平和创新支持两个因素水平缺乏时，缺少节能环保支出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程度较低都会造成非工业绿色产品创新。
2）组态NH2a和组态NH2b存在核心条件相同，因此将这两种组态合并讨论。组态NH2a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绿色信贷水平和高节能环保支出，边缘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强度、低政府创新支持以及低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非高绿色产品创新；符合这类组态的为宁夏、甘肃、云南和内蒙古，这4个省份对环境状况具有一定的改善意向，但是仅通过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而没有配套的市场激励和政策管制，则财政支出难以发挥驱动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组态NH2b表明在核心条件为低绿色信贷水平和高节能环保支出、边缘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强度以及高命令控制型、高市场激励型和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呈现较低水平；符合这类组态的为陕西和河北，这两个省份由于自然地理资源情况以及产业历史问题导致环境质量较差，由此对环境生态治理非常重视，制定了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提供了相应的政府支持，但是由于本身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缺乏良好的金融体系，因此开发绿色创新产品的能力较弱，致使生产者绿色创新融资渠道僵化，则政府的创新投入对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也变得可有可无。
4.2.2  工业绿色工艺创新
高绿色工艺创新与非高绿色工艺创新的组态构型如表6所示。  
【表内数值应统一小数点后的小数位数】
表6  我国30个省份绿色工艺创新的组态构型
	前因条件
	高绿色工艺创新
	非高绿色工艺创新

	
	H1a
	H1b
	H1c
	NH1a
	NH1b
	NH1c
	NH1d
	NH2a
	NH2b
	NH2c
	NH2d

	资本市场强度
	●
	●
	●
	•
	•
	•
	⊗
	⊗
	⊗
	⊗
	⊗

	绿色信贷水平
	●
	●
	●
	•
	⊗
	⊗
	•
	⊗
	⊗
	⊗
	⊗

	节能环保
	•
	
	⊗
	•
	
	⊗
	•
	
	•
	•
	⊗

	创新支持
	●
	●
	●
	⊗
	⊗
	⊗
	⊗
	•
	
	⊗
	⊗

	命令控制型
	•
	•
	⊗
	•
	⊗
	⊗
	
	•
	•
	⊗
	⊗

	市场激励型
	
	•
	⊗
	•
	⊗
	
	⊗
	•
	•
	
	

	公众参与型
	•
	•
	⊗
	⊗
	⊗
	⊗
	⊗
	•
	•
	⊗
	•

	一致性
	0.98
	0.98
	0.96
	0.96
	0.96
	0.97
	0.97
	0.97
	0.99
	0.99
	0.99

	原始覆盖度
	0.43
	0.52
	0.32
	0.20
	0.32
	0.29
	0.29
	0.31
	0.26
	0.40
	0.31

	唯一覆盖度
	0.04
	0.09
	0.04
	0.02
	0.001
	0.01
	0.02
	0.03
	0.01
	0.09
	0.03

	解的一致性
	  0.98
	0.92

	解的覆盖度
	  0.61
	0.65



（1）外部环境促进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组态分析。在金融发展、政府支持和环境规制的复杂配置下，产生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的高绿色工艺创新组态构型，且符合这一构型的省份主要为东部省份。其中，组态H1a、H1b和H1c存在同样的核心条件，故而将这3种组态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组态H1a表示在核心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高绿色信贷水平以及高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高节能环保支出和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下，能够产生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应的省份为江苏、广东和北京；组态H1b表示在核心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高绿色信贷水平以及高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时，可以实现较高的绿色工艺创新，对应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江苏、安徽和湖南；组态H1c表示在核心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高绿色信贷水平以及高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低节能环保支出以及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时，也可以产生较高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应的省份为上海和福建。对比组态H1a和组态H1b，对高资本导向水平、高绿色信贷水平以及高政府创新支持的省份而言，政府节能环保支持和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相互替代。综上所述，东部省份在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水平在国内领先。企业所承受的环境压力随着环境法规的逐步完善而日益增大，且在发展中会同时受到市场需求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企业而言，绿色工艺创新需要在资本、研发伙伴以及人才三方面具备足够的资源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动态性。在东部省份中，高政府创新支持能够弥补企业进行绿色工艺创新时缺少的部分资金，健康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也能够通过多渠道融资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同时充沛的绿色信贷额度能够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向绿色工艺创新倾斜，通过“补充、拓宽、引导”三管齐下，促进区域工业绿色工艺创新。
（2）外部环境促进非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分析。以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作为结果变量时，中间解包含的条件组态数量较多，且对应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中部和西部省份。
1）组态NH1a、NH1b、NH1c和NH1d中包含的核心条件相同，故将这4种组态合并讨论。组态NH1a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高绿色信贷、高节能环保支持、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对应省份为山西。虽然山西在资本导向水平、绿色信贷水平、节能环保支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五方面的程度均高于30个省份平均水平，但是依然产生了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说明外部环境虽然是促进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想要达到较高的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还需要其他条件因素；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山西的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更加依赖政府扶持，受宏观因素影响或多处发力导致其作用相互抵消，抑或是本研究中的变量测算存在不足，使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被低估，深层原因需进一步研究。组态NH1b和组态NH1c中对应的省份有部分重合，故同时分析。组态NH1b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低绿色信贷水平、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共同影响下，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较低；组态NH1c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高资本市场强度、低绿色信贷水平、低节能环保支出、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共同影响下，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较低。这两种组态【？】对应省份包括海南、贵州、新疆和青海，由于拥有资本导向较高的金融结构但缺乏相应的政府环保支持以及环境规制，这4个省份工业绿色工业创新水平落后。对比组态NH1b和NH1c，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替代作用，表示在政府创新支持因素缺乏时，缺少节能环保支出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程度较低都会造成非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组态NH1d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政府创新支持，边缘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导向、高绿色信贷、高节能环保支持、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对应省份为黑龙江、吉林和重庆，这3个省份对改善环境治理都作出了一定程度努力，构建了良好的绿色信贷平台，政府也通过财政支出改善环境，但由于缺乏政府对创新的支持、信贷融资低效、融资渠道单一、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现有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动力不足。
2）组态NH2a、NH2b、NH2c和NH2d中包含核心条件相同，故而将这4种组态合并讨论。组态NH2a和组态NH2b有部分对应省份重合，故同时分析。组态NH2a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强度、低绿色信贷水平，边缘条件为高政府创新支持、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高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共同影响下，导致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组态NH2b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强度、低绿色信贷水平，边缘条件为高节能环保支出、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高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共同影响下，出现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这两种组态【？】对应省份包括河北、陕西和辽宁，这3个省份都建立了完善的环境规制，但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企业绿色创新从外部获取资源能力受限，工业绿色工艺创新被束缚，侧面印证了资本的流动性和企业能够通过外部获取资本的能力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重要性。对比组态NH2a和NH2b可以发现，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替代作用，即在资本市场强度和绿色信贷水平两个因素的程度较低时，缺少政府节能环保支出或政府创新支持都会造成非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组态NH2c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资本市场轻度【？】和低绿色信贷水平，边缘条件为高节能环保支持、低政府创新支持、低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以及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会使工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不高，对应省份为宁夏、甘肃、云南和内蒙古。组态NH2d表示在核心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强度和低绿色信贷水平，边缘条件为低资本市场导向、高绿色信贷、高节能环保支持、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会产生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对应省份为广西和江西。宁夏、甘肃、云南、内蒙古和广西、江西这6个省份由于自然禀赋限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差，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以及为环境治理拨付的财政支出有限，故而难以分出多余精力放在工业工艺创新以促进绿色创新转型。
5  结论及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为样本，以其2013－2017年的有关数据均值作为评价依据，得到结论如下：
（1）影响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共有两条路径，核心条件分别为绿色信贷水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资本市场强度、绿色信贷水平和政府创新支持；而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中，资本导向水平、绿色信贷水平和政府创新支持是核心条件。
（2）有效推动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共有两条路径，分别是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型和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30个省份中符合第一条路径的以少数的中部省份为主，较高的绿色信贷水平和较优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第二条路径对应的主要为东部省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较高的政府创新支持力度能够促进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发展。激活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路径与促进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第二条路径相似，对应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非沿海东部省份还需辅以相应配套的环境规制。（3）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非高工业工艺产品创新的影响路径分别有5条和8条，且与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高工业工艺产品创新作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对应的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产生非高原因各有不同，其中在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中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作用，在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中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一定替代作用。
5.2  启示及建议
（1）构建完善金融体系，激励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实体经济部门在向绿色转型过程中所需的大规模和多元化绿色融资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引导和配置，因此，去除金融系统中现有“顽疾”，将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相结合，激发资本市场的资本活力和流动性，开拓信贷市场绿色金融服务，通过将环境投资在市场中重新配置，缓解有意向研发绿色技术的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减轻企业绿色创新成本负担，助力企业原有生产方式和技术发展实施改良，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双赢。
（2）加强政府创新支持，科学规范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完善的政府创新支持体系，政府可以根据企业原有的绿色创新能力以及所处行业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建立高效的申请、使用、监督以及反馈机制，使政府对创新的投入与绿色创新发展紧密相连，提高政府创新投入的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在确保质量的发展之上稳步提升对工业行业的创新研发投入，通过划定合理的额度来保证工业通过自主绿色创新而非对政府的依赖，提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效果，使工业企业在政府的创新支持下走上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
（3）合理运用环境规制，因地制宜，切实有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环境规制就目前来看依旧存在发挥效能的余地，能够通过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其中的关键是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应适宜区域的异质性。我国东部以及个别中部地区所制定的环境规制对于当地工业绿色技术创新而言驱动效果见顶，而对于中西部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也应把握绿色创新发展机遇，环境规制与市场化发展双管齐下、兼顾二者，不能单靠其中一种发展方式寻求绿色转型，实施环境规制的同时也应加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机制，调动和激发资源活力。


注释：
1）【补充说明区域划分依据和各区域所包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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